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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外部市场
和乡村电商创业的模仿与创新*

邱泽奇 黄诗曼

提要:数字技术变革为乡村发展带来新契机，乡村电商创业成为乡村振

兴和数字乡村建设的新现象。本文通过对山东省菏泽市多次实地调查数据

的分析发现:乡村电商创业兴盛是可见结果，在国家政策和支农惠农项目普

惠的前提下，影响结果的一个因素是电商经营模仿与创新的持续和深化，在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中，熟人社会为模仿与创新提供社会正当性，是必要条
件; 线上市场为模仿与创新提供巨量市场和资源，是充分条件; 乡村能人则

是点燃模仿与创新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是充要条件。三者组合，缺一不

可。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运用仿真实验方法，对“熟人社会—线上市
场—能人触发”模式进行了模拟检验，获得了与实证分析一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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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电商热潮里的知识疑问

在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中，乡村电商发展备受瞩目。出现在

乡村外墙上的标语———“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在家淘宝”“在家网上开店铺，家庭

事业两不误”等，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电商热潮。阿里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2009 年中国出现了 3 个淘宝村，①到 2020 年，5425 个淘宝村已经覆盖到中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占中国行政村总数的 1%。其中，超过 800 个淘宝村分布在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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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贫困县，119 个淘宝村分布于 10 个省的 41 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淘宝交易额
超过万亿元，带动就业机会超过 828 万个( 阿里研究院，2017，2019，2020) ，“城
里人给乡下人打工”的现象也已不鲜见。发展电商成为一些乡村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新选择。在 2020 年淘宝村百强县名单中，山东省菏泽市似一匹黑马脱颖而
出。2021 年初夏，菏泽市曹县的意外出圈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菏泽市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2015 年，菏泽市的省定贫困村数量
在山东省最多，人均 GDP居山东省末位。仅 3 年后，菏泽市以 267 个淘宝村位
居中国农村电商发展前列，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阿里研究院，
2018) 。曹县曾是人口流出、产业凋敝的贫困县，但到 2019 年已成为中国演出服
饰产业最大集群和第二大“超大型淘宝村集群”，网店数量 5 万多家，电商交易
额 158 亿元，独占淘宝、天猫网销演出服成交额的 70% ( 阿里研究院，2019) 。

依据销售产品的来源我们可大致将乡村电商分为三类。一是纯贸易，如浙
江省义乌市青岩刘村借助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便利产品来源开发线上市场; 二是

农产品销售，如江苏省沭阳县借助本地特色农产品开发线上市场; 三是地方性特

色产品产销一体。大多数乡村电商属于第三种类型( 阿里研究院，2017，2019，
2020; 邱泽奇等，2016) 。这类电商有两个典型特征。第一，有源自乡镇企业的产
业基础，运用线上市场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集群化现象尤其突出，如
曹县庄寨镇的木质家具集群、大集镇的演出服集群。第二，由能人触发。每一个
乡村的电商发展大都始于少数返乡青年创业的“星星之火”。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乡村电商的三种类型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电商繁荣都源自村民之间对电

商创业与经营的“模仿与创新”。

由此，我们产生了两个疑问: 第一，同一个乡村，为什么过去没有模仿与创新

的涌现，而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之后就出现了? 第二，为什么模仿与创新在一些乡

村十分火热，而在另一些乡村却不那么火热或根本没有? 附带的问题是，为什么

模仿与创新热潮没有更多出现在城市而更常见于乡村?①

为使讨论更简洁，我们给定了各地乡村的三个环境条件: 第一，都在实施着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都受到各类惠农支农项目的支持; 第二，网络

基础设施相似或相同，不存在接入性数字鸿沟; 第三，乡镇企业曾经非常普遍，乡

村产业基础具有相似性。在给定条件下，模仿与创新就成为本文的焦点: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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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研究方法上，对同一个乡村的前后比较，排除了除检验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现象的

影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前后实验。同理，运用具有相似外部环境的熟人社会之间进行
同期比较，则排除了外部因素对检验因素的影响，可以将讨论更加聚焦于检验因素。



模仿与创新在一些乡村是如何实现的? 第二，模仿与创新得以持续的关键条件

是什么?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在事实层面刻画模仿与创新，回答第二个问题则

需要在事实基础上发现与检验模仿与创新的理论逻辑。本文基于北京大学邱泽
奇团队 2017 － 2019 年间十余次对山东省乡村电商的调研数据，①运用案例分析
方法( Yin，2015) 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为检验案例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运
用仿真实验对实证分析的结论进行了检验。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希望对本文的研究问题做进一步澄清。第一，本文不
是纯粹的创新扩散研究( 罗杰斯，2002 ) ，而是试图拓展创新扩散研究的范围。

在创新扩散研究中，扩散是主题。核心研究问题是扩散如何实现? 或哪些因素
影响着扩散的实现。我们认为，创新扩散的本质是一个模式不断获得复制从而
让模式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创新扩散作为一种结果，来自两个关
键环节，即对创新的接受与复制。第二，本文亦不是纯粹的创新研究( 野中郁次
郎、胜贝明，2006; 克雷纳、狄洛夫，2017) ，而是试图拓展创新研究。如果说创新
扩散研究的是同质性范围扩大的动力机制，那么，创新研究则是探讨异质性不断

呈现的机制。创新意味着相异，尽管相异有各种变体，但其本质是相异而不是相
同。第三，本文聚焦模仿与创新发生与持续的条件和逻辑，既关注模仿，也关注
创新。模仿，是电商作为一种新营销模式范围的扩大; 创新，是电商销售模式与
产品总是在电商模式扩散中不断通过创新而相异。电商每一次扩大经营范围都
伴随着与先前经营的相同或相异。因而难以只讲模仿不讲创新，也无法只讨论
创新不讨论模仿。为此，我们将其命名为“模仿与创新”( imitation plus
innovation，IPI) 。

二、模仿与创新何以只在部分乡村兴盛?

在前电商时代，曹县大集镇丁楼村村民以务农为主要生计来源。在乡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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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7 年 6 月 － 2018 年 2 月，调研团队的足迹覆盖了菏泽市的所有区县，访谈了电商经营
者、电商服务提供商、政府官员等共计 170 人，并对电商经营户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参与
式观察。2019 年 9 － 11 月，调研团队在菏泽市曹县的丁楼村逐户发放问卷并进行深度访
谈，收集了村里 200 多个家庭户的社会交往、电商经营、技术学习与传授、产品模仿与创
新等资料，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丁楼村技术传播与创新扩散网络。



业发展时期，一些村民将本地生产的摄影布景和影楼服饰扛到各地去销售。①

2008 年，抱着“能卖一件就是净利”的心态，有村民将产品放到网上销售，却很少
投入精力打理网店，几个月能卖出一件都很“稀奇”。

让网店迎来转机的是消费者提出的演出服需求。

开始就没有表演服这一块。2010 年前后，我们根据客户反馈，客户把
图片或视频拿给你仿，慢慢发展这个演出服饰，也逐渐从影楼服饰这块分离

出去了，最后把影楼服饰这块压下去了。( 20180915 朝阳服饰访谈)

随着演出服饰网销订单的增加，同村村民以及周边村村民纷纷效仿，生产和

网销表演服饰蔚然成风。

图 1 丁楼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历程( 邱泽奇，2017: 87)

图 1 呈现了丁楼村电商的发展历程: 初期，少数“英雄”探索电商经营，对应
的是 2010 － 2011 年间电商经营户数和经营总额的小基数、慢增长; 随着示范效
应的呈现，销售收入增长，电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应图中 2012 － 2014 年间经
营户数和经营总额的快速增长; 之后，竞争激烈，村民之间的差异化探索起步，对

应的是 2015 年以来经营户数趋于稳定，但经营总额维持高增长。
电商经营在乡村的发展可以被视为经典创新扩散曲线( Ｒogers，1962 ) 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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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第一节给定的第三个条件。在中国，20 世纪后 20 年是乡村在地工业化发展时期，乡
镇企业遍地开花，形成了不同的产业传统。我们的研究问题是，同样是具有乡镇企业传
统的地区，同样是偏远、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为什么一些乡村运用互联网技术使电商发
展的模仿与创新蔚然成风，但另一些乡村却没能走上相同之路?



现，图 1 的总户数演化正呈 S型曲线。经典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当一个创新的扩

散规模进入高原状态，便意味着边际收益步入下降通道，生命周期也行将结束。

然而，丁楼村的电商经营总额却呈现持续的高增长，从而让经典创新扩散理论的

解释失效。那么，理论解释失效又意味着什么? 在继续理论探讨之前，我们先循

着村民的实践，探讨持续增长的源泉来自哪里?

( 一) 能人触发的模仿与创新

自罗杰斯( Ｒogers，1962) 之后，创新扩散研究对接受与复制的探讨由于基本

预设的差异逐渐形成三种范式( Young，2007) : 第一，营销学的传染范式，认为创

新扩散遵循与传染病相似的模式; 第二，社会学的社会影响范式，认为创新扩散

的根本是从众，以格兰诺维特的门槛值模型为代表( Granovetter，1978) ; 第三，经

济学的社会学习范式，认为创新扩散是行动者理性选择的后果，即潜在采纳者运

用自身效用预期的决策。三者对技术采纳行为的预设不同，使得范式的适用情

景也不相同( Centola ＆ Macy，2007) 。

在乡村做电商，既要获得经营信息，还要掌握开店技术，取得产品供应，获得

物流保障，这些都不仅是单一行为的影响。做不做电商，不存在社会规范的压

力，不做电商不会产生社会赞许或社会排斥，与社会影响模型的核心预设也不相

符。在乡村，熟人社会是行为模仿的天然环境，是否学做电商，更多来自村民的

自主选择，与社会学习模型最接近，却又不只是社会学习。

对经典创新扩散理论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检视丁楼村的电商业态。我们发

现，村民在进行电商创业的同时，经营范围也在从单纯销售表演服饰向产业链的

上下游延伸。上下游的有序分工又促进了产品子品类的持续衍生与深化，品类

市场扩展，新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自然形成。其设计、生

产、销售在流程上叠加递进，市场拓展又与设计、生产、销售在数字环境中形成乘

法式组合效应( 邱泽奇等，2016) 且相互促进。即使流程不作改进，只要将同一

流程拓展到新品类，便可以多占一个品类的市场份额，即村民并非单纯复制他

人，而是在模仿他人的同时进行多维度创新。

经典创新扩散理论有一个隐含假设，即创新在前，扩散在后，扩散是对创新

的学习和复制。后续研究中，有人试图把创新与扩散综合起来，或认为创新与扩

散是知识积累( Morone ＆ Taylor，2004) ，或认为改进式创新依赖过去的解决方案
( Wisdom，2010) ，或指出创新是扩散的意外后果( Alchain，1950 ) 。不过，这些努

力均无法解释村民的实践，即模仿与创新的同步呈现: 模仿中有创新，创新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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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模仿，模仿与创新的分界线非常模糊。模仿不是简单的村民乙向村民甲学习，

而是村民乙在学习的同时也会推动原始创新( original innovation) 。其结果是，电
商经营的产品品类日益丰富，以曾经的影楼服饰为起点，发展出了迷彩服、爵
士服、拉丁服、练功服、公主裙、合唱服、汉服、太极服、军装等几十个细分
品类。①

那么，模仿与创新又是如何积累的? 既有研究采用要素对( feature pair) 分
析，②可对影响积累的关键要素对有不同的归纳。如知识—能力、信息搜寻—问
题解决、吸收能力—创造能力等( March，1991; Hong ＆ Page，2004; Shore et al．，
2015; Gomez ＆ Lazer，2019) 。这些观点不尽相同，逻辑却具有共性，即要素对的
前者更接近模仿能力，强调定义情境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后者更接近创新能力，

强调将知识活用到具体情境、用已有信息创新方法、产生新知识的能力。③ 其
中，创造力是影响创新的关键要素( UNCTAD，2011 ) 。然而，创造力并非创新的
充分条件( Amabile，1997 ) ，影响创新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吸收能力( Hervas-
Oliver et al．，2012) 。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村民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模仿
与创新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两者共同作用于电商经营模仿与创新的积累

( 参见图 2) 。

图 2 模仿、创新、模仿与创新的演进

具有不同学习和创造能力的村民，其模仿与创新的积累方式和效果也不相

同( 见图 2) 。在丁楼村，经过 3 年的模仿与创新，电商户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市场
定位。比较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有近一半家户专注某个特定的细分品类，另一
半家户则不断扩展经营品类范围，其中不乏对新的销售领域的开拓。

831

社会学研究 2021． 4

①

②

③

品类划分标准是以村民自评为基础的划分。
要素对分析关注成对要素同时出现或缺失其中之一的影响( Hong ＆ Page，2004) 。
由于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和创造能力( creative capability) 这一脉络的研究更为
切题，本文采用这一要素对来展开阐述。



表 1 丁楼村家户电商经营情况统计 表 2 市场创新度:电商经营户生产品类

电商经营类型 数量 /户 占比( % )

目前仍在经营 96 45. 7

经营而后退出 28 13. 3

从未经营电商 86 41. 0

合计 210 100

生产子品类数 /种 数量 /户 占比( % )

1 37 48. 7

2 25 32. 9

3 12 15. 8

4 2 2. 6

合计 76 100

说明: 剔除了缺失数据。

在不断的模仿与创新中，丁楼村不仅呈现丰富多样的电商产品品类和产业

关联模式，而且开始形成表演服饰的复杂生态: 从原材料辅料供应、产品研发、生

产关联、内外销售衔接等。

( 二) 乡村社会何以有利模仿与创新?

既有文献讨论的技术扩散或创新主要发生在市场化( 陌生人) 社会，而乡村

电商创业的模仿与创新发生在熟人社会。那么，熟人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了村民

之间的模仿与创新?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村民之间对电商经营的模仿与创新依据的是知识

网络。知识网络研究通常依据网络要素区分网络的节点、关系、结构属性以及在

关系中流动的知识属性( Phelps et al．，2012) ，认为关键个体和网络结构影响着节

点的创新吸收能力( Teece ＆ Pisano，1994) 。

对个体吸收能力( Cohen ＆ Levinthal，1990 ) 的研究指出，学习者①处理新知

识的能力受其吸收能力的影响，吸收能力又取决于此前的知识水平、知识的可编

码程度以及默会知识的共享程度等因素( Cohen ＆ Levinthal，1989; Cowan et al．，

2003) 。网络结构的研究显示，网络密度的增加有助于知识学习与传递; 增加节

点之间连接的强度有助于( 复杂) 知识学习( Phelps et al．，2012; Enemark et al．，

2014) 。当个体吸收能力较差时，小世界网络中整体知识增量最大; 当个体吸收

能力较强时，随机网络( 有更多短路径) 的知识增量最大; 当个体具有完全吸收

能力时，学习网络失去价值，不依托网络的随机学习可带来最快的知识增长

( Cowan ＆ Jonard，2003) 。

当然，个体吸收能力在网络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实证数据分析表明，知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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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仅限于紧密相连的子群体( Morrison ＆ Ｒabellotti，2009) ，即高吸收能力往往集

中于更小规模的群体。这一现象佐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 强关系有利于提高对

复杂知识、默会知识和私人知识的吸收能力( Centola ＆ Macy，2007; Kachra ＆

White，2008) 以及个人与不同伙伴合作的获益能力。

对丁楼村的家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22 户正在或曾经从事网销演出服饰

的家户中，有 90 户明确指出了自己在本村的学习对象; 其中，六成的学习和传授

发生在自然村内，五成发生在同一家族内。熟人社会紧密程度不同的网络就像

回音壁，让新的营生经由不同网络结构被不断反射、来回传递。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电商发展早期的快速扩散正是乡村熟人网络知识传

递的后果，对模仿与创新的积极效用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知上的可及性: 高

密度的网络和高强度的交往，使带头模仿与创新的行为和使用效果更容易被观

察到; 第二，模仿与创新的高效性: 乡村社会共享的默会知识和强关系保障的强

知识吸收能力使得潜在创业者很容易实现在创业中模仿电商带头人的行为; 第

三，模仿与创新和生活场景的融合性，使得模仿与创新可以频繁地发生。

城市社会同样存在熟人社会网络，为什么没有出现与乡村类似的情形? 我

们认为，城市社会的熟人网络与乡村社会的熟人网络在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区

别。乡村社会是一个生产与生活一体、居住与社交一体、亲属与朋友交织的整体

性、交融性熟人社会。城市的熟人社会则是生产与生活分离、居住与社交分离、

亲属与朋友区隔的单属性、少交集的熟人社会。①

( 三) 模仿与创新何以涌现?

一方面，创新扩散理论告诉我们，扩散的饱和意味着收益的饱和( 罗杰斯，

2002) 。如前所述，经典创新扩散理论无法解释菏泽市电商的持续发展现象。另

一方面，乡村熟人社会有利于模仿与创新，并不意味着模仿与创新一定会在某个

乡村蔚然成风。那么，促进模仿与创新形成燎原之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乡村熟人社会网络推动了村民群体模仿与创新的发展。将群体视为创新主

体的观点要追溯到艾伦( Allen，1983 ) 对集体发明( collective invention) 的研究。

他指出，集体发明是群体内部知识自由流动的结果，无法归结为特定公司或个人

的发明。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网络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出发关注群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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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 Freeman ＆ Soete，1990; Antonelli，1996) 。

与对吸收能力研究有总体性共识不同的是，在集体创新与网络结构的研究

中呈现更多的是分歧。研究者对网络密度、路径长度、关系强度等与集体创新的

关系提供了正相关、负相关、非线性相关或无显著相关的不同观点和证据
( Phelps et al．，2012) 。

在网络关系对创新的影响这一问题上，既有研究之间存在争议。一项对实

验室成员创新表现的研究和一项对百强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表明，弱关系对创

新具有积极效用( Perry-Smith，2006; Moran，2005) ; 另一项研究则指出，强关系的

多少与创新表现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反倒是弱关系的多少与创新表现之间存在

倒 U型关系( Zhou et al．，2009; McFadyen et al．，2009) 。

有关网络结构影响的研究有三类代表性观点: 第一，强调提高网络集聚度对

创新的积极影响。高度互联的小群体可作为创新孵化器，有利于创新和创新扩

散( Crema ＆ Lake，2015) 。如果企业嵌入在高聚集性和多短路径联盟网络中，则

有更大的创新产出( Schilling ＆ Phelps，2007 ) 。第二，增加网络密度会削弱集体

创新。网络密度影响创新绩效的机制是: 集群( clustering) 程度的提高会削弱个

体对问题解决途径的探索，促使对已有方案的简单照搬和直接抄袭( Lazer ＆

Friedman，2007; Shore et al．，2015) 。第三，网络密度与集体创新表现存在倒 U型

关系。仿真实验证实倒 U 型关系的机制，即短路径促进有效信息传播，网络的

集聚度有助于保留多样性。在中等时间长度下，小世界网络结构可实现两种效

用的最佳权衡( Uzzi ＆ Spiro，2005; Lazer ＆ Friedman，2007) 。

针对上述三类存在分歧的观点，还存在两种试图综合的努力。第一，试图从

理论上寻求解释。权变理论指出了网络影响的权变性和情境依赖性( Enemark

et al．，2011) 。网络集聚度能产生多种情境依赖性效用，且取决于知识产生和转

移的模式、网络结构的历史演化、人口构成、互动规范以及个体的策略和收益考

量等因素( Fleming et al．，2007; Mason et al．，2008; Mason ＆ Watts，2012 ) ，因此无

法仅就网络结构对其影响效果下断言。第二，试图从方法论上寻找分歧的根源，

这一观点认为仿真实验必须对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做出预设，而这些预设可能削

弱结果的可信度。不仅如此，单一模型难以捕捉和刻画人类行为在差异环境下

的真实表现( Mason ＆ Watts，2012) 。因此，仍有必要将仿真实验获得的机制和

因果推论放在真实社会情境中去检验( Shore et al．，2015) 。

将群体视为创新主体对理解菏泽市的电商创业具有启发意义。然而，既有

讨论对模仿与创新的二分又与菏泽市的电商创业情况严重不符。重新理解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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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创新的定义可以发现，创新被更多地约束在原创领域，与创新产品化、产

品市场化中的创新没有直接关联。在菏泽市的电商创业中，模仿与创新直接面

向产品市场，市场维度的模仿与创新尤其普遍，如产品改进和品类细分等。典型

的方式是，看似模仿的产品生产中夹带着改进与创新，很难将模仿与创新进行区

分。正如一位商户所言:

选款其实就是在模仿每家的优点，有可能那个卖家的卖点不是这个，但

是你可能感觉好看。所以你要综合完之后，变成另一个款，它谁都不是，它

就是一个新款。你也不能说抄袭了谁家，谁家都有怎么叫抄袭啊? 这就属

于一个变异或者是改造款。( 20170706 任安普访谈)

在村民的实践中，从模仿到创新的质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模仿中的创新与创

新中的模仿并非有意为之，往往是始于一个不得已的经营决策。随着电商创业

的兴盛，同质化竞争和生产供应产品，促使部分村民不得不转向自产自销。从到

别家拿货转到自家生产带来的正是创新的压力。

以自家生产为契机，模仿与创新在电商乡村自发涌现。在促成这一微妙转

换和跃迁的进程中，村民熟人网络是一个重要条件。在创新中，资源有限和低抗

风险能力使得创业者更青睐低成本的积累式创新( 如换新面料、重选花色、微调

版型等) ，而较少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颠覆式创新( 如自创全新品类) 。在模仿

中共享的技术诀窍、熟人社会的劳动力与产品市场、相对开放的信息交流等条件

都降低了吸收的难度( Cowan et al．，2004) 。在网络连接上，熟人社会网络取代或

补充了纯市场机制的匹配网络，模仿者更易找到恰当的学习对象，创新者也能便

捷地找到合作者以实现其“微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模仿与创新在乡村的涌现少不了互联网的技术助推。我们

可以设想一个情境。假设村民的模仿与创新发生在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接下

来会如何?

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是: 乡村市场属于地方性市场，地方性市场容量的有限

性会很快扼杀村民的模仿与创新。线上市场突破了地方市场的限度，把乡村连

接到了世界市场，创造了更具开放性的市场和盈利机会( 邱泽奇等，2016 ) 。正

是高度互联的数字社会将乡村模仿与创新的盈利条件拓展到了更加广阔的市

场，提供了接近于无穷的机会，让模仿与创新的潜在红利得以兑现。

在模仿与创新中，乡村熟人社会和线上市场两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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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和支撑着模仿与创新，线上市场促进模仿与创新的涌现，让创新在模仿

中不断生发，让模仿不断面对新的创新。这是因为乡村产品的消费者蓝海不在

乡村，而在乡村之外，与线上市场的连接才是推动乡村模仿与创新的外部动力。

从跟风模仿起步的村民不自觉地创造了一个“跟风悖论”: 从模仿开始竟最
终学成了创新，且因为创新而警惕甚至反对模仿。在需求过剩的卖方市场，单纯

的模仿就可以轻松获利。当大量村民跟风涌入后，同质化竞争便会导致收益空

间急剧收缩。村民如果不愿退出竞争，就只能“被迫”不断创新。

在丁楼村，村民探索和固定下来的有效创新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旺旺聊

天、客服回访等搜集消费需求; 根据网络热点制造爆款，如主动搜索网上的热门

舞蹈视频并对其中出现的演出服加以改造; 到各地市场学习，从线上市场引进创

新元素，再与原有产品进行组合等。

如今，在一个曾靠画影楼布景为生的村庄中，已然出现了从布匹和配饰供

给、款式设计、裁剪打版，到分工生产、销售服务等全产业链的表演服饰产业生

态。在国家政策和支农惠农项目的支持下，在给定能人引领的前提下，熟人社会
的模仿与创新和线上市场的需求驱动，成为推高乡村电商热潮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村民模仿与创新实践的仿真实验

我们将村民实践模式化为根植于熟人社会网络的模仿与创新过程( 如图 3

所示) 。在国家发展政策环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 ( 1 ) 由种子店家触
发; ( 2) 熟人社会网络的知识、技能传递，因家户或个体学习能力差异而产生吸

收能力差异; ( 3) 因同质性竞争压力和差异化红利吸引促成的创新; ( 4 ) 熟人社

会网络的进一步模仿与创新; ( 5) 进入下一轮迭代。

熟人社会运用线上市场促进模仿与创新的模式如果只限于丁楼村，这对理

解乡村电商发展就不具有一般意义。如何判断丁楼村的模式具有一般意义? 理

论上有两种可能路径。一是对每一个电商村进行实地调查，了解电商创业的进

程，判断“熟人社会、线上市场、能人触发、模仿与创新”四个因素的关系模式。

但实地调查的复杂性使针对电商村总体的调查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二是借助计

算机仿真进行实验，检验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关系模式。

我们借助基于主体的计算机仿真方法( agent-based modeling，ABM) 来检验
实证研究结论的一般性。ABM 是研究宏观现象之微结构动力学机制的有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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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模仿与创新 ×网络结构

具( Macy ＆ Willer，2002) ，赋予行动者以主体性和特异性( Kiesling et al．，2012) ，

有能力回答“假定性”( what-if ) 和“反事实”( counterfactual ) 问题 ( Watts ＆
Gilbert，2014) 。

仿真实验是近年在知识网络研究领域公认的方法( Macy ＆ Willer，2002) ，但
却常常出现模型预设与现实不符、参数设点偏离现实等问题。我们试图以村民
实践逻辑为基础建构仿真模型，然后返回到村民实践，检验案例研究结论的稳健

性。具体做法是: 基于 python 语言，先生成社会网络，再给网络学习( 等同于模
仿) 节点赋予学习能力参数，( 通过设定统一函数) 给定知识增长模式、收益增长
模式。在每一轮学习中，模仿与创新等行为均基于预设实验条件在网络中产生
和传递，实现对过程的模拟，直至学习周期结束。

在代码中，基本对象是网络( 模仿创新所依赖的社会网络) 和节点( 社会网

络中的个体) ，对应的代码由 node． py 和 net-output． py 两部分构成。其中 node．
py定义节点的基本属性( attribute) 以及与其他节点相互作用的方法( method) ，
net-output． py调用已有社会网络的函数库( network) ，可以输入网络特征参数，随
机生成对应的社会网络。

( 一) 模型建构:熟人社会的社会学习

模仿与创新( 电商创业) 在某些乡村的兴起，不仅是技术扩散过程，而且是

复杂性( 阿瑟，2018; 乔天宇、邱泽奇，2020 ) 过程。模拟乡村熟人社会有三个步
骤。第一步，建构一个包含多个学习节点( 家户或村民) 且区分强弱关系的乡村
学习网络。第二步，定义村民群体的社会学习能力参数和个体异质性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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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定义村民的学习策略和对应的学习收益。第三步，仿真计算，给定不同村

民属性、网络结构属性以及学习周期( 学习轮次) 参数，对村民创业场景进行仿

真。为排除噪声，对每一场景进行 30 轮重复实验，输出结果均值。

1． 社会学习网络与强弱关系

我们知道，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但每两个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并不一致; 一

个人通常与村里其他人都认识，但却不一定是邻居。在实验中，我们采用经典模

型( Watts ＆ Strogatz，1998) 生成小世界网络。第一步，生成包含 N个节点的环状

规则网络，每个节点有 n个网络邻居，初始状态时为环上距离最近的节点。第二

步，引入重连概率参数 p，即以概率 p 重新连接每一条边。① 随着 p 从 0 增加到
1，网络结构逐渐从规则网络变为小世界网络( p 取值在 0. 1 周围) ，最后演化为

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结构的特征在于有较高的聚集系数和较短的平均路径长

度，对知识传播具有特殊的意义( Fang et al．，2010) 。第三步，在小世界网络中引

入边的关系强度。定义整体关系强度参数 μ，使所有直接边的强关系连接占比

为 μ、弱关系连接占比为 1 － μ。在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关系强弱属性将通过学

习效果和学习收益( 模仿与创新) 最终影响整个群体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收益( 丁

楼村的电商发展) 。

2． 熟人社会群体特征和个体属性

基于案例观察，我们给定了群体层次的属性参数:

( 1) 群体平均吸收能力 A0∈［0，1］，定义学习群体的平均吸收能力。其中，

A0 = 0 对应完全无效的学习，A0 = 1 对应完全吸收。

( 2 ) 以吸收能力异质性程度 Ｒ0 来定义群体中吸收能力分布的极化程度。

在保持群体吸收能力均值 A0 不变的情况下，用 Ｒ0 调节群体吸收能力的分布，Ｒ0

越大，吸收能力分布越分散、极化越显著。

( 3) 以群体平均( 非内生) 创造能力 B0 来定义群体的平均创造能力。对应

原创创新( 自我参照的创新) 和外部引入的创新( 外生于群体) ，不包括模仿与创

新。当 B0 大于零时，B0 越小表示创新越具有渐进性和积累性，B0 越大表示创新

越具有断裂性和颠覆性; 当 B0 小于零时，创新具有负效应，导致知识减少。

同理，我们给定个体层次的属性参数:

( 1) 四个维度的知识禀赋 νi1，νi2，νi3，νi4，依次表示涉及市场需求、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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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新连接中的两个限制性条件是: 不能连接到自身( 不能以自身为邻居) ，且连接边没有

重复( 两个点没有双重或多重邻居关系) 。



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的知识。
( 2) 个体 i的基础吸收能力 αi 以及个体 i对邻居 j的吸收能力 αj，i。个体吸

收能力 αi 既受整体吸收能力均值 A0、整体吸收能力异质性 Ｒ0 的影响，也受个体

参数 ai 的影响，其中 ai 在{ － 0. 5，－ 0. 25，0，0. 25，0. 5} 上均匀分布。

αi = A0 + ai·Ｒ0 ( 1. 1)

其中 ai∈{ － 0. 5，－ 0. 25，0，0. 25，0. 5}

若学习对象 j为强关系邻居，则 i的吸收能力为:

αj，i = A0 + ai·Ｒ0 = αi ( 1. 2)

若 j为弱关系邻居，则对吸收能力给予一定折扣 λ:

αj，i = ( A0 + ai·Ｒ0 ) × λ = λαi ( 1. 3)

( 3) 个体 i的( 非内生) 创造能力 βi，令 bi 在{ － 0. 5，－ 0. 25，0，0. 25，0. 5}

中均匀分布。

βi = bi·B0 ( 2)

其中 bi∈{ － 0. 5，－ 0. 25，0，0. 25，0. 5}
( 4) 在四个知识维度上的模仿与创新潜力参数 γi1，γi2，γi3，γi4。γi等于 1 时

仅有模仿，大于 1 时表示可能产生模仿与创新。
3． 熟人社会学习策略与收益
基于案例观察，给定学习周期 T 的每一轮次个体要分别对四个知识维度进

行更新( 结果可能不变) 。以第 t轮学习为例，个体 i有三类学习策略可供选择。
( 1) 策略一: 维持原状
发生概率: 用 Pfx表示，说明现实的“学习惰性”。令 Pfx = 15%，即任意 15%

的成员选择维持原状。

知识禀赋变化: 在 k维度选择该策略后知识禀赋不变，即:

νik，t = νik，t －1，k∈ { 1，2，3，4} ( 3)

( 2) 策略二: 非模仿式创新
发生概率: 用 Pcr表示，令 Pcr = 5%。非模仿与创新区分于模仿与创新，前者

主要有两个来源: 自我参照的原创创新或从学习群体之外引入的创新( 对社区

来说是外生创新，new-to-community) 。

知识禀赋变化: 在 k维度选择该策略后知识禀赋更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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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ik，t = νik，t －1·( 1 + βi ) ，k∈ { 1，2，3，4} ( 4)

( 3) 策略三: 模仿( 可能实现模仿与创新)

发生概率: 用 Pim表示，给定上述两类策略的发生概率，令 Pim = 80%。

模仿对象的选择: 使自身知识禀赋最大化的直接邻居。这一设定符合在丁

楼村的观察。

个体 i在维度 k上对个体 j进行模仿后的知识禀赋变为:

νik，t = νik，t －1·［1 + g( νik，t －1，νik，t －1) ］ ( 5. 1)

g( νik，t －1，ν jk，t －1 ) = max{ 0，rγkj，i·( 1 － rγkj，i ) } ( 5． 2)

rj，t = νik，t －1 / ( αj，i·ν jk，t －1 ) ( 5． 3)

其中 g( * ，* ) 函数的设定使得 i与 j之间的知识差异与 i 学习后的知识增

量之间呈倒 U型关系。这一设置是为了说明“认知距离”相关研究的结论，即中

等程度的认知距离对应最佳的学习效果( Morone ＆ Taylor，2004 ) 。在不同知识

维度中引入 γk 则说明了模仿与创新的可能性。当 γk = 1 时，在 g( * ，* ) 的函

数形式下只能产生模仿; 而当 γk ＞ 1 时，模仿与创新和“后来居上”可能发生，即

模仿者在对应学习维度上的知识禀赋可以超越其学习对象。

上述三种策略的选择，决定了个体 i在 t轮学习完成后的策略收益:

φ( xi，t ) = G0·νW0
i1，t·( νi2，t + νi3，t + νi4，t )

W1 － C0·∑4

k = 1
( νik，t － νik，t －1 ) ( 6)

其中 G0·νW0
i1，t·( νi2，t + νi3，t + νi4，t )

W1函数设置既沿用了科布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的形式，同时捕捉不同禀赋的组合效应。知识学习并非零门槛和零成本，模

型中的知识成本是各维度知识总增量的函数，常量 C0 说明学习成本的高低。

( 二) 仿真实验:模仿与创新如何涌现?

基于前述约定，我们将模拟不同因素对模仿与创新涌现的影响，来检验乡村

电商创业中模仿与创新持续涌现的机制。

1． 初始状态: 小农社会经济活动的低水平循环

实验目标: 建构初始状态的学习网络，说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乡村低知识增

长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状态，作为后续实验( 引入不同学习能力) 的基准。

参数设置:

( 1) 网络设置，N = 200，n = 40，p = 0. 15，μ = 0. 5，λ = 0. 8。在小世界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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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关系边和弱关系边各占一半，弱关系产生的知识折扣系数是 0. 8。
( 2) 群体和个体属性，A0 =0. 5，Ｒ0 =0，B0 = 0. 05，νi1、νi2、νi3、νi4∈β( 0. 5，0. 5) ，

γi1 = γi2 = γi3 = γi4 = 1，即学习群体的成员具有完全相同的中等吸收能力，具有完
全相同的低创造能力，成员在四个知识维度的知识初始禀赋均服从［0，1］上对
称的 beta分布，且在四个知识维度上不具备模仿与创新能力。
( 3) 学习策略和策略收益，G0 = 2，W0 = W1 = 0. 75，C0 = 0. 15，T = 50。W0 +

W1 ＞ 1 对应现实乡村的规模经济，个体的学习成本为其知识增量的 15%。在复
杂学习场景下，T = 50 对应于中长时间维度下的社会学习。

图 4 初始状态下 0 －50 轮群体 图 5 初始状态下 0 －50 轮群体
学习收益的概率密度分布 知识禀赋的概率密度分布

如图 4、图 5 所示，①在初始设置下，从 t = 0 到 t = 50，群体的知识增长及学
习收益在不同学习时间步长的分布几乎重叠，表明两者都处于低水平增长乃至

无增长状态。这一结果符合我们对传统小农低知识增长和低收益增长的预判。
2． 引入吸收能力异质性: 潜力尚未发挥
实验目标: 基于初始状态，引入吸收能力异质性分布( 但不改变吸收能力的

群体均值) ，拟合吸收能力异质性对社会学习效果的影响。如，在学习群体( 高
学习能力子群) 中，是带头效应还是( 低学习能力子群) 拖后腿效应的影响更大?

参数设置: 在上一节基础上，仅改变 Ｒ0 参数，取 Ｒ0 = 0. 3、0. 6、0. 9、0. 99，使
得群体吸收能力从 0. 5 的均一值变为均匀分布在［0. 35，0. 65］、［0. 2，0. 8］、
［0. 5，0. 95］、［0. 005，0. 995］的区间上。尤其是随着 Ｒ0 逐渐增加到接近 1，群体
中有了吸收能力接近 1( 完美模仿能力) 及接近 0( 几乎没有模仿能力) 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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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消除噪声，两图为 30次重复实验的均值。其中，节点分配到的个体属性参数固定不变。



图 6 不同 Ｒ0 取值下，50轮学习后 图 7 不同 Ｒ0 取值下，50轮学习后

群体学习的收益 群体知识的禀赋

如图 6、图 7 所示，随着 Ｒ0 从 0 增加到接近 1，群体知识禀赋、学习收益均值
随 Ｒ0 的增长非常缓慢，均值的微量增加还伴随着标准差的更大增加。这表明，

高吸收能力子群体的学习能力和知识禀赋对学习群体整体不具有溢出效应，其

知识具有私有物品或俱乐部属性，而这种( 半) 私有性也反过来阻碍高吸收能力

群体从知识中获益的能力。此时，不仅高吸收能力者的学习潜能无法发挥，而且
整个学习群体学习潜力的差异也被学习结果的相似性掩盖从而忽视。

3． 引入模仿与创新潜力: 模仿与创新的互补
实验目标: 在吸收能力异质性社会引入模仿与创新能力，观察模仿与创新能

力对群体学习效果的影响。

参数设置: 在设置参数之前，先阐释学习机制。高吸收是模仿与创新实现的
必要条件。以第一个知识维度为例，从 t － 1 时刻到 t 时刻，模仿者 i 与传授者 j

前后知识禀赋之比。模仿与创新的发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1) 较强的吸收能
力( αj，i较大) ，能否达到临界点则受模仿者对特定学习对象吸收能力的影响;

( 2) 模仿与创新潜能存在，否则只有模仿而没有创新( γ ＞ 1) 。

为检验互补机制在学习网络的效用，我们沿用上节的其他实验设置，仅改变

对 Ｒ0 和 γ1 的取值( 见图 8) ，以观察模仿与创新和吸收能力的互补效用。①

基于对互补性机制的讨论，可以预期如下: 给定 A0，模仿与创新潜力( γ1 ) 的

发挥受吸收能力( 由 Ｒ0 调节) 的影响较大。高于 Ｒ0 临界条件时，即拥有一群高

吸收能力的子群体，他们能越过模仿与创新的临界条件，成为整个学习群体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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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菏泽市，市场维度模仿与创新的发生相对其他三个维度更显著和普遍。故本节仅改变
与市场维度知识对应的 γ1，令其他三个知识维度对应的 γ2、γ3、γ4 保持不变。



图 8 不同 Ｒ0 与 γ1 取值下，50 轮学习后的群体收益

新之泵。

实验结果佐证了这一预期，当 A0 取 0. 5 时，Ｒ0 临界取值在 0. 8 左右。图 8

显示，吸收能力分布的异质化在临界取值上( Ｒ0 = 0. 99 ) 和临界取值下( Ｒ0 =
0. 6) 的显著差异: Ｒ0 在临界值下时，γ1 从 1 增加到 5 对学习收益几乎没有正向
效用; 而 Ｒ0 在临界值上时，随 γ1 从 1 增加到 5，学习收益标准差和收益均值显著
增加。

图 9 不同 Ｒ0 与 γ1 取值下群体学习收益均值、标准差

图 9 更清晰地显示: ( 1) 随着 Ｒ0 增加到临界值，Ｒ0 的微小增加均能引发极

显著增长( 对比 Ｒ0 = 0. 9 和 Ｒ0 = 0. 99) ，能人( 高吸收能力子群) 引发的“鲶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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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愈发显著; ( 2) 均值和标准差的增长率相当，即收益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兼顾
了效率和公平，高吸收群体通过模仿与创新不仅为自身带来可观的收益，还触发

了社会学习的“涓滴效应”( trickle-down effect) ———吸收能力相对低的群体仅通
过模仿也能获得较可观的收益。这一结果印证了对模仿与创新的现实观察，即
熟人社会网络具有模仿与创新放大器和孵化器的作用。

4． 引入创造能力: 连通性的持续赋能
实验目标: 乡村是世界网络的节点，同时具有创造力。为此，我们引入创造

能力，以观察创造能力和模仿与创新能力之间的效应以及连通性对熟人社会学

习效果的影响。

参数设置: 拟合现实场景，设定 Ｒ0 = 0. 9，γ1 = 3 组合。此时，群体有一定的
吸收能力差异，模仿与创新潜力处于中高( 而不过高) 水平。用 B0 衡量创新前

后的知识禀赋之比，令 B0 从初始的 0. 05 逐步增加。B0 较小时，模仿与创新显

现积累性和渐进式; B0 较大时，模仿与创新显现断裂性和颠覆式特征。

图 10 不同 B0 取值下，50 轮学习 图 11 不同 B0 取值下，50 轮学习后的

后的群体收益 群体收益概率密度分布

如图 10 所示，随着 B0 从 0. 1 增加到 0. 8，群体学习收益的均值和标准差呈
现快速增长，且随着 B0 取值的增大而递增。图 11 更清晰地显示，随着 B0 的增

长，正收益的范围被不断拓展，分布峰度显著下降。这表明，群体的绝大多数成
员都能随收益边界的拓展而不同程度地获益。

引入创造能力后，群体学习收益的增长极显著。不过，仍有需要解答的问
题: 增长究竟是来自于创造能力，还是由创造能力与吸收能力、模仿与创新能力
的互补带来的? 为此，需要做一步检验，让群体在尚不能呈现吸收能力异质性和

模仿与创新能力互补效应时，直接引入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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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种学习能力状态下，50 轮学习后群体学习收益情况
学习能力状态一: 创造能力( Ｒ0 = 0，γ1 = 1)

B0 取值 0. 05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1. 0

收益均值 1. 7 1. 7 1. 9 2. 1 2. 6 3. 4 4. 6 6. 4 9. 6 14. 4 23. 3

收益标准差 0. 4 0. 4 0. 5 0. 6 0. 7 0. 9 1. 2 1. 6 2. 3 3. 5 5. 2

分布偏度 1. 5 1. 4 1. 4 1. 6 1. 8 1. 8 1. 8 1. 8 1. 9 1. 7 1. 5

学习能力状态二: 吸收能力 ＆模仿与创新潜力 +创造能力( Ｒ0 = 0. 9，γ1 = 3)

B0 取值 0. 05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1. 0

收益均值 7. 6 8. 4 11. 0 16. 5 29. 4 49. 0 82. 5 135. 4 214. 0 396. 8 703. 2

收益标准差 5. 8 6. 5 8. 7 13. 4 23. 9 40. 1 67. 2 111. 1 175. 3 322. 8 573. 7

分布偏度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0. 4

如表 3 所示，50 轮学习后的收益增长非常缓慢，即便给定创新能力极端取

值，其群体学习表现也不如此前引入中等吸收能力异质性和模仿与创新能力，即

此时单纯创新的学习策略甚至不如单纯模仿、靠模仿实现创新。而与之相对，在

学习能力状态二下，不仅收益均值随 B0 增加而显著增长，其分布的偏度也低于

学习状态一，即 0. 4 左右。

实验结果表明: 模仿与创新存在强互补性，是一套学习的“组合拳”，两者共

同作用才能创造足够大的学习价值。在熟人社会，互联网的引入触发了模仿与

创新的互补效应。与外部世界的连通性则为熟人社会的知识创造再添一把火，

放大了熟人社会模仿、创新孵化器的作用，使得创新者、模仿与创新者共同创造

且分享学习的收益。

5． 消失于陌生人社会: 社会学习的网络条件

实验目标: 实验 1 － 4 模拟了乡村社会过去( 传统农业时期) 和现在( 数字经

济时代) 的社会学习模式和效果，通过学习能力参数的调整，解释了为什么电商

只是在一些乡村蔚然成风，而不是所有乡村。余下的问题是，为何电商热没有出

现在城市? 在案例研究中，我们曾简要讨论过乡村熟人社会与城市熟人社会之

间的差异。如果我们把情境推到城市社会的极端，即陌生人社会，结果又会如何

呢? 实验 5 的目标在于，通过网络参数的调整来呈现社会学习的网络条件。

参数设置: 设个体和群体的属性、学习策略和策略收益的两类参数均与第 4

小节( 引入创造力) 保持一致，即有 A0 = 0. 5，Ｒ0 = 0. 9，B0 = 0. 3 /0. 4 /0. 5 /0. 6 /

0. 7 /0. 8，νi1、νi2、νi3、νi4∈β( 0. 5，0. 5) ，γi1 = 3，γi2 = γi3 = γi4 = 1; G0 = 2，W0 = W1 =

0. 75，C0 = 0. 15，T = 50。在网络参数设置中，对 n 和 μ 进行调整。令 N = 200，n

=20 /40，p = 0. 15，μ = 0. 2 /0. 5。这一参数选取基于对城市与农村学习网络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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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差异的观察: ( 1) 陌生人社会的网络密度要低于熟人社会，为此，调整 n 令
节点的平均连接数从 40 减小为 20; ( 2) 陌生人社会弱关系连接的占比较熟人社
会更高，为此，将网络边的强关系占比从第 4 小节中的 50%减小到了 20%。

图 12 不同网络设置下，50 轮学习后的 图 13 不同网络设置下，50 轮学习后的
收益均值和标准差 收益概率密度分布

如图 12 所示，比较三类网络，可以看到，网络平均密度和平均关系强度的变

化对群体学习效果的显著影响，且两者的影响随学习能力的增强( 图中以创造

能力维度示意———实线部分) 而被放大。

图 13 的概率密度分布更细致地呈现了两类参数的影响。当吸收能力异质

性、模仿与创新潜力、创造能力都处在中高强度时，三者的互补性效应在熟人社

会网络( 情景状态 1) 中既创造了显著的个体收益和群体收益，又让整体收益分

配没有出现幂律分布( 强者愈强、弱者恒弱) ，而是出现了“涓滴效应”，即先富带

后富。随着网络密度减小( 情景状态 1、2 ) 或整体关系强度减弱( 情景状态
1、2、3) ，收益创造和收益分配的两个群体学习效益都明显减弱; 当网络特征趋近

于陌生人社会时( 即情景状态 4) ，即便给定相同能力设置，收益创造和收益分配

的两个群体学习效益趋于消失，三类学习能力的互补效用也消失了。

因而，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解读: 熟人社会是通过社会学习进行模仿与创新的

网络条件。

( 三) 实验结论

仿真实验 1 － 3 告诉我们，在电商创业低增长的乡村，通过逐步引入吸收能

力异质性( 产生一波相对卓越的“能人”子群体) 、模仿与创新潜力、创造能力，我

们发现了吸收能力和模仿与创新潜能具有互补性。与案例观察结果一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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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只有产生“能人”( 如返乡青年) ，模仿与创新潜能才会被初步发掘。乡村能
人触发条件的差异使电商创业( 模仿与创新) 蔚然成风只发生在某些乡村，而不

是所有乡村。实验 4 进一步表明，要使吸收能力和模仿与创新潜能充分释放，需

要持续引入外部创新( 由网络连通性触发) 。随着学习能力的补全，群体学习的
结果既可以保障公平，又可以保证学习的红利，“不仅大户有肉吃，小户也能分

得一杯羹”。

实验 5 将相同的学习能力设置从熟人社会迁移到陌生人社会，随着网络密
度和关系强度的减弱，群体学习在创造收益和分配收益方面的积极效应都大打

折扣。随着模仿与创新能力的减弱与强关系的减少，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学习变

得更具有选择性，学习群体分化为继续参与学习的子群体和退出学习的子群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参与学习的子群体还将沿这一模式继续分化。因无法发

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社会学习效应，子群体获得的收益规模也受到限制。

综合各实验结果表明: 熟人社会、线上市场、能人触发是促进模仿与创新的

共同条件。其中，熟人社会是有利于模仿与创新的村内条件或让模仿与创新具
有村内社会合法性的条件; 线上市场则是让模仿与创新始终获取经济收益的外

部条件; 能人触发则把内部条件激活，通过模仿与创新，把乡村的僵化资产转化

为线上市场销售的产品，从外部市场获取经济收益的点火器。实验结果拟合了
案例研究结论，且检验了案例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始于对一个经验现象的关注: 电商创业在中国一些乡村快速兴起。既

有研究发现了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在电商发展中的积极效用( 黄梅英等，2014; 崔
丽丽等，2014) ，却没有探讨熟人社会发挥影响的条件和动力机制。在国家公共

政策和惠农支农项目普惠的环境下，本文的贡献在于证明熟人社会、线上市场、

能人触发是模仿与创新得以持续的共同条件。

第一，模仿与创新何以在一些乡村蔚然成风? 案例研究和仿真实验都证明，

( 1) 熟人社会为模仿与创新的涌现提供了有利社会环境。可是，如果没有被触

发( 譬如，没有人带头做电商) ，或乡村依旧自我封闭，则熟人社会环境的潜在价

值只能退化为僵化资产( 索托，2007; 邱泽奇等，2016 ) 。( 2 ) 乡村能人通过电商
创业触发村民对有利环境的利用是促成模仿与创新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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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没有熟人社会的有利环境，也没有数字技术把小乡村与大市场连接起

来，乡村能人便没有用武之地。在乡镇企业衰落后，大量乡村能人进城打工就是

最好的佐证。( 3) 数字技术提供的电商平台，既为模仿与创新的产品开辟了几

近无穷的大市场，也为模仿与创新的不断持续带来了外部资源。如果没有几近

无穷的大市场，仅靠乡村市场与创新资源，断难推动模仿与创新的持续发展。然

而，如果没有乡村能人点火和支撑模仿与创新的有利社会环境，电商平台只会推

动外部产品对乡村市场的占领，乡村便会沦为单纯的消费市场。

简言之，熟人社会是必要条件，线上市场是充分条件，能人触发则是充要条

件，三者组合共同促进了乡村电商创业蔚然成风。

第二，模仿与创新何以只在某些乡村蔚然成风? 我们没有城市电商创业与

经营的实证数据，无法用经验数据证明。不过，仿真实验证明，给定熟人社会模

仿与创新持续涌现的条件( 星星之火和线上市场) ，随着网络平均密度、平均关

系强度的减小，当网络特征趋向于陌生人网络时，群体学习效果显著减弱，模仿

与创新的互补效用渐渐消失。这一结果证明，群体学习效果受网络结构影响，也

证明熟人社会对模仿与创新实为必要条件。一个反事实是，整个乡村都是熟人

社会，城市社会也有熟人社会，为什么模仿与创新没有在城市社会普遍出现? 我

们的结论是: 熟人社会不是模仿与创新发生且持续的唯一条件，是熟人社会、线

上市场、能人触发共同构成了模仿与创新的发生和持续。

当然，模仿与创新的发生和持续绝不只是发生在电商创业与经营领域。过

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在技术层面正是模仿与创新发生和持续

的过程。同时，乡村产业兴旺也绝不只有电商发展一条路径，在中国各地，我们

可以看到众多其他的产业选择。不过，无论是哪一种产业选择，至少在其发展的

初期都是由模仿与创新推动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模仿与创新技术复

杂性不高，是否可以推论到复杂技术或模式的模仿与创新，尚不得而知。

对个体而言，村民进行模仿与创新的初始动力往往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

即家庭团聚。对乡村而言，基于模仿与创新的发展为打破人口流出村“人气低

落—经济低迷”的恶性循环提供了一种可能，外出人口返乡补齐了乡村缺位的

人口角色，重塑着趋于凋零的熟人社会网络。对城乡发展而言，模仿与创新为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刘守英，2018; 周其仁，2017) 的社会变迁找到了一条

技术通路。当数字技术补齐乡村长期缺位的连通性，“离土不离乡”( 费孝通，

1985) 的另一种可能逐渐显现。在这一意义上，连通性为乡村发展提供的不是最

终答案，而是出发的邀请，邀请乡村共同建构一个富于连通性的城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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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 new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policing mode can not meet the need of this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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